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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 水平型 ＦＤＩ 和垂直型 ＦＤＩ 与绿色技术溢出

———基于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

赵　 凯　 张　 方

（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０）

〔摘　 要〕 　 本文以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 年中国 ２９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为研究对象， 使用 ＳＢＭ 函数和 ＧＭＬ
生产率指数测算中国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运用线性模型分析水平型 ＦＤＩ 和垂直型

ＦＤＩ 对绿色技术溢出的影响， 最后运用面板门槛模型， 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 分析水平型 ＦＤＩ 和垂直型

ＦＤＩ 绿色技术溢出的合理环境规制区间， 结果发现： （１） 水平型 ＦＤＩ 相较于垂直型 ＦＤＩ 更能发挥出绿色技

术溢出效应； （２） 两类 ＦＤＩ 对绿色技术溢出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双门槛效应。 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第一

门槛之后， 两类 ＦＤＩ 均能发挥绿色技术溢出效应， 但仅水平型 ＦＤＩ 显著； 而当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到第二门槛

值后， 水平型的 ＦＤＩ 继续发挥显著的绿色技术溢出效应， 垂直型 ＦＤＩ 由正向不显著的绿色技术溢出转为发挥

出显著的绿色技术溢出效应。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引导和利用外资、 制订相关政策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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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ＦＤＩ 在我国的规模占比逐渐上升， 显著推动了

中国经济的发展。 我国在 ２００１～２０２０ 年这 ２０ 年间，
实际利用外资额增长了约 ３ 倍， 根据国家统计局

发布的数据， ２０２０ 年， 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

１４４３􀆰 ７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４􀆰 ５％， 是继美国后第

二大 “吸引外资流入” 的国家。 然而， 我国现在

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十分严峻， 其中部分生态环

境的污染与外资引入息息相关。 大量外资的引入

对我国环境的影响在学术界中仍然存在着较大争

议， 从理论上来说， 外资企业的进入给中国带来

先进的生产理念和绿色技术、 丰厚的资金， 有利

于中国提高其绿色技术， 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保护生态环境。 但实际上， 外商的绿色技术溢

出受到东道国多种外部因素的制约， 现有学者将环

境规制作为治理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手段［１］， 认为

环境规制对外商的引入起着一定的过滤作用。 宽

松的环境规制是否让中国发挥着 “污染避难所”
效应？ 环境规制对垂直型和水平型的 ＦＤＩ 影响机

制如何？ 我国如何制定合理的环境制度区间促进

异质性 ＦＤＩ 的绿色技术溢出？ 如何平衡引入外资

和保护环境之间的关系？ 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

已有文献集中于环境规制［２，３］、产品内贸易［４］、

国际贸易［５，６］、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７］、 产业结

构［８］等方面对绿色技术溢出影响进行考察， 少数

文献对 ＦＤＩ 绿色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及其吸收门

槛［７］， 国际性绿色技术溢出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

响［９］以及国内绿色技术溢出对区域环境绩效的作

用［１０］等问题进行探究。 本文从异质性 ＦＤＩ 视角出

发， 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 研究环境规制对水

平型 ＦＤＩ 和垂直型 ＦＤＩ 绿色技术溢出的影响以及两

类 ＦＤＩ 发挥绿色技术溢出合理的环境规制区间。

１　 文献综述

对于 ＦＤＩ 的技术溢出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 Ｍａｃｄｏｕｇａｌｌ［１１］首次将 ＦＤＩ 的技术

溢出作为一种重要的现象。 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

相继开展了研究。 ＦＤＩ 的技术溢出可以通过产业

间垂直溢出和产业内水平溢出这两种方式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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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间垂直溢出指的是外资企业与处在同一价值

链上的本土企业产生前向和后向的关联， 通过这

种关联所带来的技术溢出。 在此过程中通过前向

（后向）产生的技术溢出称为前向关联效应（后向

关联效应） ［１２］。 产业内水平溢出指的是在同一产

业中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之间的关联所带来的技

术溢出， 可以分为示范———模仿效应、 竞争效应

和劳动力溢出效应 ３ 种［１３］。 然而， 外商投资对中

国环境的影响这一现象在学术界饱受争议。 目前，

ＦＤＩ 发挥技术溢出效应对于中国环境存在 “污染

避难所” ［１４，１］ 和 “污染光环假说” ［１５，１６］ 两种影响，

前者指的是跨国公司为了节约环境治理成本而将

污染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转移到环境规制较低

的国家或地区， 从而对东道国的生态环境造成污

染； 后者指的是外资企业拥有比本土企业更加环

保的生产技术， 从而改善东道国环境。 惠炜和赵

国庆［１］通过中国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３ 年间 ３０ 个省、 自治

区和直辖市的工业废物排放量， 采用面板门槛回

归方法得出外资和出口贸易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

邵朝队等［１５］ 通过分析中国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７ 年工业企

业污染排放与生产的匹配数据， 认为外资企业相

较于本土企业而言污染排放强度更低， 外资的进

入有利于推动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并降低本土企业

的污染强度。

以上两种观点表明， ＦＤＩ 的技术溢出有着污

染型和绿色型两种观点。 但是以上文献并没有对

ＦＤＩ 进行分类， 而是将其视为同质化资本， 事实

上， 不同进入动机的 ＦＤＩ 发挥绿色技术溢出有着

不同的环节， 对环境的管理能力也有所不同。 ＦＤＩ

有多种分类方式， 按照 ＦＤＩ 来源地的不同， 可以

划分为中国港澳台 ＦＤＩ 及其他国家 ＦＤＩ［１７，１８］， 按

照 ＦＤＩ 投资动机的不同， 可以划分为垂直型（出

口导向型）ＦＤＩ 和水平型（市场导向型） ＦＤＩ［１９］。 前

者是将资本投入到母国所在行业的上下游， 基于

比较优势理论， 目的是利用东道国廉价而丰裕的

资源来降低生产成本； 后者是在东道国进行复制

性产品生产， 目的是拓展东道国市场并有效规避

关税壁垒。

越来越多的学者从 ＦＤＩ 的差异性着手， 探讨

环境规制与异质性 ＦＤＩ 之间的关系。 Ｈｕ 等［２０］ 将

ＦＤＩ 分为劳动型 ＦＤＩ 和资本型 ＦＤＩ， 发现在低环境

规制下劳动型 ＦＤＩ 具有显著的负溢出效应， 而资

本型 ＦＤＩ 具有显著的正溢出效应； 在高环境规制

下两者均能发挥显著的正溢出作用。 魏玮等［２１］ 从

不同进入动机的 ＦＤＩ 出发， 发现环境规制对垂直

型的 ＦＤＩ 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而对水平型的 ＦＤＩ 影

响不大。 胡江峰等［２］ 将 ＦＤＩ 分为劳动型 ＦＤＩ 和资

本型 ＦＤＩ， 发现在动态门槛模型下环境规制强度

超过第三门槛之后， 两类 ＦＤＩ 的绿色技术溢出效

应均显著。 傅京燕等［２２］ 以不同来源 ＦＤＩ 为视角，

研究 ＦＤＩ、 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ＧＴＦＣ）

的影响， 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可以正向调节 ＦＤＩ 对

ＧＴＦＣ 的影响， 不同地区的 ＦＤＩ 对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的影响不同。

然而， 鲜有文献以垂直型 ＦＤＩ 和水平型 ＦＤＩ 为

研究视角， 探讨环境规制对两类 ＦＤＩ 绿色技术溢出

的影响。 同时本文也是对 “不同投资动机的 ＦＤＩ 绿

色技术溢出” 现有研究进行补充。 除此之外， 大多

数文献都着眼于直接研究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的影响， 少有文献（除了胡江峰等［２］ ）讨论合

理的环境规制区间对异质性 ＦＤＩ 的绿色技术溢出的

影响。 事实上， 对于垂直型和水平型 ＦＤＩ 区分合理

的环境规制区间更有现实意义。

２　 理论框架与模型构建

２􀆰 １　 理论分析

垂直型 ＦＤＩ 是指在东道国进行投资， 经营着

母国所在行业的上下游企业， 和其母公司为纵向

一体化的关系［２１］。 而位于行业价值链下游一般都

是生产、 加工制造环节， 垂直型 ＦＤＩ 利用东道国

廉价的劳动力、 土地等资源， 往往从事劳动密集

型加工行业， 而该行业环境管制较低， 企业发挥

技术创新抑或是管理创新的动力较弱， 企业难以

发挥出其绿色技术溢出效应［２０］。 而且垂直型 ＦＤＩ

与本土企业的直接竞争关系较弱［２３］， 很难通过产

业内水平方式产生绿色技术溢出。 当然， 也存在

本土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销售产品与垂直型 ＦＤＩ 产

生竞争关系， 从而促使本土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对本土企业产生一定的绿色技术溢出。 另外， 垂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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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型 ＦＤＩ 的生产产品销往国际市场， 为了达到国

际市场产品的标准， 垂直型 ＦＤＩ 会倾向于在国际

市场购买中间投入品， 所以通过产业间垂直溢出

不明显。 总体来说， 垂直型 ＦＤＩ 绿色技术溢出不

明显。 而水平型 ＦＤＩ 从研发、 生产、 到销售都是

在东道国完成， 为了抢占东道国市场而需要生产

比本土企业更有竞争力的产品， 母公司需要持续

不断地向海外子公司输送技术［２４］， 这意味着本土

企业有机会模仿和学习外资企业的技术， 而外资

企业的行为会加剧企业间的竞争关系， 从而倒逼

本土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通过产业内的水平

溢出有利于本国企业的绿色技术进步的发展。 同

时， 水平型 ＦＤＩ 生产的产品在国内销售， 为了降低

成本、 迎合消费者的需求， 更倾向于在国内市场

购买中间投入品， 为了得到符合标准的中间产品，

会对提供商给予技术指导。 另外， 水平型 ＦＤＩ 生

产的产品部分作为中间投入品进入下游企业， 并

且给予下游企业相应的服务和技术［２５］， 因此产业

间垂直溢出明显。 以此提出第一个理论假说。

假说 １： 相较于垂直型 ＦＤＩ， 水平型 ＦＤＩ 绿色

技术溢出水平更高。

环境规制对污染物排放较多的企业通过征收

环境税等方式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来达到减少对

环境污染的目的， 对进入的外资提高准入门槛达

到一定的筛选作用［２］。 对于垂直型 ＦＤＩ 而言， 其

产品销往国际市场， 东道国的环境规制增加了其

生产成本， 从而对产品的竞争力有一定的影响， 这

导致部分不利于绿色技术溢出的垂直型 ＦＤＩ 被迫转

移到其他国家， 而让拥有绿色技术的垂直型 ＦＤＩ 继

续在东道国发挥绿色技术溢出效应， 同时随着环

境规制门槛的提高， 能够促进环保技术先进的外

资企业进入东道国［２］， 对于东道国而言则有利于

本土企业的绿色技术进步和环境的保护。 对于水

平型 ＦＤＩ 而言， 其产品在东道国销售， 环境规制

同时增加了水平型 ＦＤＩ 和其竞争对手的生产成本，

水平型 ＦＤＩ 不会被迫转移到其他国家， 部分不利

于产生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的水平型 ＦＤＩ 仍然存在

于东道国。 无论是水平型 ＦＤＩ 还是垂直型 ＦＤＩ， 随

着东道国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和严厉程度的不断加

深， 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企业负担， 不仅无法诱

导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和管理创新， 而且难以发挥绿

色技术溢出效应。 以此提出第二个理论假说。
假说 ２： 环境规制对垂直型 ＦＤＩ 和水平型 ＦＤＩ

的绿色技术溢出的影响具有差异性， 合理的环境

规制有利于水平型和垂直型 ＦＤＩ 发挥出绿色技术

溢出效应。
２􀆰 ２　 模型构建

根据 Ｃｏｅ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２６］ 研究国际研发资本投

入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时创建出的 Ｃ－Ｈ 模型， 并

结合其他学者的做法， 将环境规制、 外商直接投

资、 研发能力、 贸易开放度、 产业结构、 经济发

展水平等因素纳入到 Ｃ－Ｈ 模型中， 该模型广泛应

用于开放经济的研究中， 符合经济全球化的现实

特征。 为了研究垂直型 ＦＤＩ 和水平型 ＦＤＩ 对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差异， 构建以下两种模型，
为了减少异方差， 所有的变量取对数表示。

ｌｎｇｔｆｐｉｔ ＝α０＋α１ｌｎｖｆｉｔ ＋α２ｌｎｅｒｉｔ ＋α３ｌｎｒｄｉｔ ＋α４ｌｎｏｐｅｎｉｔ ＋

α５ｌｎｉｓｉｔ＋α６ｌｎｅｄｌｉｔ＋μｉ＋εｉｔ （１）
ｌｎｇｔｆｐｉｔ ＝α０＋α１ｌｎｈｆｉｔ＋α２ｌｎｅｒｉｔ＋α３ｌｎｒｄｉｔ＋α４ｌｎｏｐｅｎｉｔ＋

α５ｌｎｉｓｉｔ＋α６ｌｎｅｄｌｉｔ＋μｉ＋εｉｔ （２）
式中， ｉ、 ｔ 分别为地区和年份， ｇｔｆｐｉｔ为考虑

非预期产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ｖｆｉｔ和 ｈｆｉｔ分别

为垂直型 ＦＤＩ 和水平型 ＦＤＩ， ｅｒｉｔ为环境规制， ｒｄｉｔ

为研发能力、 ｏｐｅｎｉｔ为贸易开放度、 ｉｓｉｔ为产业结构、
ｅｄｌｉｔ为经济发展水平， μｉ 为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

个体固定效应， εｉｔ为随机扰动项。
为了考察垂直型 ＦＤＩ 和水平型 ＦＤＩ 发挥绿色技

术溢出的合理环境规制区间， 本文采用 Ｈａｎｓｅｎ［２７］

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 该模型适用于个体数量（Ｎ）
大于时间长度（Ｔ）， 符合本文的短面板数据。 本文

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 以双门槛模型为例构建门

槛回归模型， 如式 （３）、 （４） 所示。
ｌｎｇｔｆｐｉｔ ＝ α０ ＋α１ ｌｎｖｆｉｔ（ ｌｎｅｒｉｔ≤λ１） ＋α２ ｌｎｖｆｉｔ（λ１ ＜

ｌｎｅｒｉｔ≤λ２） ＋α３ ｌｎｖｆｉｔ（ ｌｎｅｒ＞λ３） ＋β１ ｌｎｒｄｉｔ ＋β２ ｌｎｏｐｅｎｉｔ ＋

β３ ｌｎｉｓｉｔ＋β４ ｌｎｅｄｌｉｔ＋μｉ＋εｉｔ （３）
ｌｎｇｔｆｐｉｔ ＝α０ ＋α１ ｌｎｈｆｉｔ（ ｌｎｅｒｉｔ≤λ１） ＋α２ ｌｎｈｆｉｔ（λ１ ＜

ｌｎｅｒｉｔ≤λ２）＋α３ ｌｎｈｆｉｔ（ｌｎｅｒｉｔ＞λ３） ＋β１ ｌｎｒｄｉｔ＋β２ ｌｎｏｐｅｎｉｔ＋

β３ ｌｎｉｓｉｔ＋β４ ｌｎｅｄｌｉｔ＋μｉ＋εｉｔ （４）
其中 γ 为门槛值， α０ 为截距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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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证分析

３􀆰 １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３􀆰 １􀆰 １　 被解释变量———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一般而言， 分析 ＦＤＩ 对绿色技术溢出的影响

可通过 ＦＤＩ 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回归的方法［２８］。
首先计算出 ＧＴＦＣ， 本文选取数据包络分析法测

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该计算方法中的非参数方

向性距离函数能同时考虑到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

出， 还克服了因投入过度或者产出不足而导致的

效率高等问题。 因此， 本文选择 ＳＢＭ 方向性距离

函数和 ＧＭＬ 生产率指数对中国各省、 自治区、 直

辖市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 年的 ＧＴＦＣ 进行测算。
对得到 ＧＴＦＣ 的相关数据进行以下说明： （１）

投入要素有 ３ 类： 劳动投入， 资本投入和能源投

入。 其中， 劳动投入的原始数据来自 《中国劳动

统计年鉴》 中的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城镇单位

就业人员数； 资本投入采用永续盘存法［２８］ 估算各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２００４ ～ ２０２０ 年的物质资本存

量， 数据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 能源投入的数

据来源于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中的各省、 自治

区、 直辖市能源消耗总量； （２） 期望产出， 选取

中国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的地方生产总值， 同

时以 ２０００ 年为不变价格进行折算。 数据来源于国

家统计局； （３） 非期望产出。 参考胡江峰等［２］ 的

建议， 选取废水（化学需氧量）和废气（二氧化硫、
氨氮、 烟 ／粉尘）的排放量为指标。 数据来源于

《中国环境年鉴》。
３􀆰 １􀆰 ２　 核心解释变量

（１） 环境规制（ ｅｒ）。 考虑到非期望产出中选

取的废水和废气排放量的指标， 并结合数据的可

得性， 本文以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废气和废水

治理成本进行加权平均并测算， 采用的权重为投

入处理废水或废气设施的比重。
（２）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本文参考魏玮等［２１］

的方法， 垂直型 ＦＤＩ（ ｖｆ）的目的是将产品销往国

际市场， 因此选取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销售额作

为垂直型 ＦＤＩ 的数据指标。 水平型 ＦＤＩ（ｈｆ）的目

的是在东道国本土销售产品， 因此选取外商投资

企业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作为水平型 ＦＤＩ 的数据

指标。 由于国家统计局中提供了外商及港澳台投

资工业企业工业销售产值（现价）数据、 出口交货

值数据， 于是本文用 “（工业销售产值－出口交货

值） ／工业销售产值∗ｆｄｉ” 来计算水平型 ＦＤＩ， 垂

直型 ＦＤＩ 的计算公式为 “出口交货值 ／工业销售

产值∗ｆｄｉ”。 其中 ｆｄｉ 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

额。 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
３􀆰 １􀆰 ３　 其他变量

（１） 研发能力（ ｒｄ）， 采用各省、 自治区、 直

辖市的 Ｒ＆Ｄ 经费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衡量各

地区的投入研发强度。
（２） 贸易开放度（ｏｐｅｎ）， 用进出口总额与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测算。
（３） 产业结构（ ｉｓ）， 采用我国的第二产业增

加值占地区生产总产值的比重来测算。
（４） 经济发展水平（ｅｄｌ）， 采用人均地区产值

的数据来衡量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其他变量的数据均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的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

局。 对于数据缺失的情况， 如外商及港澳台投资

工业企业工业销售产值（现价）数据、 出口交货值

数据只更新至 ２０１６ 年， 物质资本形成额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０ 部分地区数据没有更新， 因此本文借鉴胡江

峰等［２］方法， 采用线性拟合方法将缺失值补齐。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的数据是从 ２００４
开始统计， 因此本文选取 ２００４ ～ ２０２０ 年各省、 自

治区、 直辖市工业面板数据。 在出口交货值中，
由于西藏自治区、 青海省未统计缺失大量数据故

剔除这两个省份。 数据单位及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各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ｇｔｆｐ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４９３ １􀆰 ５２２ ０􀆰 ８９７ ０􀆰 ３０７ ４􀆰 ５７２

ｈｆ 水平型 ＦＤＩ ４９３ ８􀆰 ５８９ ０􀆰 ３４８ ７􀆰 ３７５ ９􀆰 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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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变量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ｖｆ 垂直型 ＦＤＩ ４９３ ６􀆰 ６９４ １􀆰 ０６０ ２􀆰 ２３３ ８􀆰 ２６４

ｅｒ 环境规制 ４９３ ５􀆰 ０２１ ０􀆰 ９６７ １􀆰 ８４１ ７􀆰 ２５６

ｒｄ 研发能力 ４９３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３２

ｉｓ 产业结构 ４９３ ０􀆰 ４３０ ０􀆰 ０８３３ ０􀆰 １６０ ０􀆰 ６２０

ｏｐｅｎ 贸易开放度 ４９３ ０􀆰 ２９７ ０􀆰 ３３２ ０􀆰 ０２４９ １􀆰 ４６４

ｅｄｌ 经济发展水平 ４９３ ４􀆰 １２７ ２􀆰 ８４０ ０􀆰 ４２４ １６􀆰 ４９

３􀆰 ２　 实证结果分析

３􀆰 ２􀆰 １　 面板回归结果分析

基于前文设定的模型， 接下来运用两种回归

方法对式 （１）、 （２） 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中列 （１） ～ （４） 分别是使用固定效应

模型（ＲＥ）、 随机效应模型（ＦＥ）分析水平型 ＦＤＩ
和垂直型 ＦＤＩ 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最

终得到的回归结果。 通过面板回归方法， 分析两

类 ＦＤＩ 对绿色技术溢出的影响。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推

荐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本文以固定效应回归得到

的结果为分析对象， 随机效应模型作为参考。 为

了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在运行过程中进行聚

类分析（Ｃｌｕｓｔｅｒ）， 同时用 Ｒｏｂｕｓｔ 调整标准误差。
从表 ２ 中的模型 （１）、 （３） 来看， 水平型 ＦＤＩ

和垂直型 ＦＤＩ 系数均为正， 但是均不显著， 说明

两类 ＦＤＩ 均对绿色技术溢出有影响， 但效果不明

显。 水平型 ＦＤＩ 的系数为 ０􀆰 ０３７４， 垂直型 ＦＤＩ 的系

数为 ０􀆰 ０２１３， 说明水平型 ＦＤＩ 相较于垂直型 ＦＤＩ
而言更能发挥出绿色技术溢出效应， 从而验证了

假说 １。
从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来看， 研发能力（ｌｎｒｄ）

系数为正， 说明加大研发成本的投入有利于提升

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产业结构（ ｌｎｉｓ）系数显

著为负， 说明工业化程度加深不利于中国的绿色

技术溢出， 可能是第二产业的增加仍然依赖着消

耗资源而不是提高技术进步； 环境规制（ ｌｎｅｒ）显

著为负， 说明目前中国的环境规制不能提升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 可能是环境规制所需的成本远大

于环境规制激发的绿色创新所带来的收益； 贸易

开放度（ ｌｎｏｐｅｎ）的系数为负， 但未通过显著性检

验； 经济发展水平（ ｌｎｅｄｌ）显著为正， 表明经济发

展水平能够显著提升中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表 ２　 水平型 ＦＤＩ 和垂直型 ＦＤＩ 对绿色技术溢出的影响作用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ＦＥ （２） ＲＥ （３） ＦＥ （４） ＲＥ

ｌｎｈｆ ０􀆰 ０３７４ （１􀆰 ４５） ０􀆰 ０３３１ （１􀆰 ５８）

ｌｎｖｆ ０􀆰 ０２１３ （０􀆰 ３５） －０􀆰 ０１６９ （－０􀆰 ２８）

ｌｎｒｄ ０􀆰 ０６５８ （１􀆰 ５２） ０􀆰 ０１６８ （０􀆰 ３９） ０􀆰 ０６８３ （１􀆰 ６１） ０􀆰 ０２４５ （０􀆰 ５９）

ｌｎｉｓ －０􀆰 ５６７７∗∗∗ （－６􀆰 ２８） －０􀆰 ５４４４∗∗∗ （－６􀆰 １５） －０􀆰 ５５７４∗∗∗ （－６􀆰 ２０） －０􀆰 ５３８８∗∗∗ （－６􀆰 １４）

ｌｎｅｒ －０􀆰 １２９３∗∗∗ （－５􀆰 ２１） －０􀆰 １１４８∗∗∗ （－４􀆰 ６４） －０􀆰 １１７１∗∗∗ （－４􀆰 ６３） －０􀆰 １０３９∗∗∗ （－４􀆰 １５）

ｌｎｏｐｅｎ －０􀆰 ００５１ （－０􀆰 １５） －０􀆰 ０１０６ （－０􀆰 ３３） －０􀆰 ０４９７ （－１􀆰 ３６） －０􀆰 ０４３１ （－１􀆰 ３１）

ｌｎｅｄｌ ０􀆰 ４６６４∗∗∗ （１０􀆰 ５３） ０􀆰 ４５１９∗∗∗ （１０􀆰 １５） ０􀆰 ４５９７∗∗∗ （１２􀆰 ４６） ０􀆰 ４２９４∗∗∗ （１１􀆰 ６４）

＿ｃｏｎｓ －０􀆰 ６１８７ （－１􀆰 １１） －０􀆰 ０９８４ （－０􀆰 １８） －０􀆰 ４７９１ （－０􀆰 ３７） ０􀆰 ０６２９ （０􀆰 ０５）

Ｎ ４９３ ４９３ ４９３ ４９３

ｒ２ ０􀆰 ６４９１ ０􀆰 ６５２６

注： ∗∗∗、 ∗∗、 ∗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 ｔ 值，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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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２􀆰 ２　 面板门槛效应检验

本文使用 Ｓｔａｔａ１５􀆰 １ 对数据进行门槛效应检

验， 确定门槛的数量。 为了使结果更准确， Ｂｏｏｔ⁃

ｓｔｒａｐ 次数取 ５００， 前后截去 １％的观测值， 最终得

到门槛值估计。 结果如表 ３ 所示。 结果显示， 环

境规制检验并未通过三门槛检验， 但均通过了单

双门槛检验， ｐ 值在 ５％的水平下显著。 这表明，

垂直型 ＦＤＩ 和水平型 ＦＤＩ 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

存在双重环境规制门槛效应， 于是本文按门槛值

将样本划分为低强度环境规制、 中等强度环境规

制和高强度环境规制 ３ 个区间。

表 ３　 面板门槛值估计和置信区间估计

门槛变量 ＦＤＩ 门槛数 估计门槛值 Ｆ 值 １０％ ５％ １％ ９５％的置性区间

环境规制

水平型

ＦＤＩ

单门槛 ６􀆰 １９４４ ４８􀆰 ５４∗∗ ２９􀆰 ９８００ ３９􀆰 ０６５１ ５８􀆰 ４７２４

双门槛
６􀆰 １９４４

５􀆰 ４０１３
３７􀆰 ０９∗∗ ２６􀆰 １６００ ３２􀆰 ００５４ ４６􀆰 ８７７３

三门槛 ５􀆰 ４１２１ ４０􀆰 ８３ ３２􀆰 ５９９９ ４３􀆰 ５６５３ ６９􀆰 ０３７５

［５􀆰 ３９５０，５􀆰 ４０３１］
［５􀆰 ４０７６，５􀆰 ４１３４］

垂直型

ＦＤＩ

单门槛 ６􀆰 １９４４ ４３􀆰 ０９∗∗ ２７􀆰 ６２７５ ３３􀆰 ６５３３ ４５􀆰 ３６７２

双门槛
６􀆰 １９４４

５􀆰 ４０１３
３４􀆰 ３０∗ ２３􀆰 １３５７ ２９􀆰 ５５８５ ５８􀆰 ３７２１

三门槛 ５􀆰 ４１２１ ３５􀆰 １０ ３４􀆰 ９７３５ ４３􀆰 ２５６６ ６０􀆰 ８２２２

［５􀆰 ３９５０，５􀆰 ４０３１］
［５􀆰 ４０７６，５􀆰 ４１３４］

　 　 图 １ 和图 ２ 分别为水平型 ＦＤＩ 和垂直型 ＦＤＩ

两个门槛估计值 ５􀆰 ４０１３ 和 ６􀆰 １９４４ 在 ９５％置性区

间的似然比函数图。 其中， 虚线表示的临界值为

７􀆰 ３５２３， 真实门槛值为 ＬＲ 统计量对应的最低点，

因为临界值大于两个门槛值， 因此存在上述门槛

值。

得出面板门槛估计值后， 同时也得到水平型

ＦＤＩ 与垂直型 ＦＤＩ 的面板门槛回归结果， 具体内

容见表 ４。 对于水平型 ＦＤＩ 而言， 在区间 １（ｌｎｅｒ≤

５􀆰 ４０１３）时， 水平型 ＦＤＩ 的系数为 ０􀆰 ３１２５， 在区间

２（５􀆰 ４０１３＜ｌｎｅｒ≤６􀆰 １９４４）时， 其系数为 ０􀆰 ３４９４， 显

著为正， 在区间 ３（ｌｎｅｒ≥６􀆰 １９４４）时， 系数显著为

正为 ０􀆰 ３９９９。 从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可以得出， 随

着环境规制的门槛提高， 水平型 ＦＤＩ 对绿色技术溢

出的影响由不明显转为显著。 只有门槛值超过

５􀆰 ４０１３ 时， 水平型 ＦＤＩ 才能积极的发挥出绿色技术

溢出效应。 对于垂直型 ＦＤＩ 而言， 在区间 １（ｌｎｅｒ≤

５􀆰 ４０１３）时， 垂直型 ＦＤＩ 的系数为－０􀆰 ０３４２， 在区

间 ２（５􀆰 ４０１３＜ｌｎｅｒ≤６􀆰 １９４４）时， 其系数为 ０􀆰 ０１０２，

在区间 ３（ｌｎｅｒ≥６􀆰 １９４４）时， 其系数为 ０􀆰 ０７２２， 显

著为正。 从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可以得出， 随着

环境规制的门槛提高， 垂直型 ＦＤＩ 对绿色技术溢

出的影响由负向关系转为正向但不显著， 最后变

为正向显著。 只有门槛值超过 ６􀆰 １９４４ 时， 垂直型

ＦＤＩ 才能积极的发挥出绿色技术溢出效应。 这也

验证了假说 ２， 环境规制对于两类 ＦＤＩ 发挥绿色

技术溢出效应是具有差异性的， 在区间 ２ 和区间

３ 中， 水平型 ＦＤＩ 能够发挥显著的绿色技术溢出

效应， 而垂直型 ＦＤＩ 在区间 ３ 才能发挥出显著的

绿色技术溢出效应。 通过对两类 ＦＤＩ 分别设置合

理的环境规制让二者均发挥出积极的绿色技术溢

出效应。 对于其他的控制变量， 将其与面板数据

回归结果相比， 系数和显著性相差并不是太大，

而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已经在前文中进行分析， 故

不再赘述。

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解读， 结合现有

的理论知识内容并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相

关的两个研究假说； 通过 ＳＢＭ 函数和 ＧＭＬ 指数

对中国 ２００４ ～ ２０２０ 年 ２９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 得出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后， 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对文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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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水平型 ＦＤＩ 环境规制双门槛估计结果

注： 两个图为门槛值 ５􀆰 ４０１３ 和 ６􀆰 １９４４ 对应的估计结果。

中提出的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 在

线性模型回归中， 水平型 ＦＤＩ 相较于垂直型 ＦＤＩ

的系数更大， 水平型 ＦＤＩ 更能够发挥出绿色技术

溢出效应。 在面板门槛模型中， 环境规制对垂直

型 ＦＤＩ 和水平型 ＦＤＩ 绿色技术溢出的影响具有差

异性。 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第一门槛值时， 水平

型 ＦＤＩ 对绿色技术溢出为正向关系； 当环境规制

强度在第一门槛值和第二门槛值之间时， 水平型

ＦＤＩ 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其能够发挥出显著的绿

色技术溢出效应， 垂直型 ＦＤＩ 对绿色技术溢出由负

向转为正向溢出， 其绿色技术溢出不明显； 当环境

规制强度超过第三门槛值后， 水平型 ＦＤＩ 和垂直型

ＦＤＩ 均能发挥出显著的绿色技术溢出效应。

图 ２　 垂直型 ＦＤＩ 环境规制双门槛估计结果

注： 两个图为门槛值 ５􀆰 ４０１３ 和 ６􀆰 １９４４ 对应的估计结果。

表 ４　 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水平型 ＦＤＩ（ｈｆ） 垂直型 ＦＤＩ（ｖｆ）

ｌｎｒｄ ０􀆰 １８７２∗∗（２􀆰 １２） ０􀆰 １３７５（１􀆰 ５７）

ｌｎｉｓ －０􀆰 ９８７６∗∗∗（－５􀆰 ２８） －１􀆰 ００５７∗∗∗（－５􀆰 ３２）

ｌｎｏｐｅｎ ０􀆰 ０５８７（０􀆰 ８４） －０􀆰 ００４０（－０􀆰 ０５）

ｌｎｅｄｌ ０􀆰 ８３４２∗∗∗（９􀆰 １１） ０􀆰 ９７７１∗∗∗（１２􀆰 ４０）

ｌｎｅｒ －０􀆰 ５６９０∗∗∗（－９􀆰 ９４） －０􀆰 ５６７１∗∗∗（－９􀆰 ３６）

区间 １ ０􀆰 ３１２５（２􀆰 ２５） －０􀆰 ０３４２（－０􀆰 ９１）

区间 ２ ０􀆰 ３４９４∗∗∗（２􀆰 ８４） ０􀆰 ０１０２（０􀆰 ２８）

区间 ３ ０􀆰 ３９９９∗∗∗（３􀆰 ２５） ０􀆰 ０７２２∗∗（１􀆰 ９９）

＿ｃｏｎｓ －１􀆰 １２５３（－０􀆰 ９９） １􀆰 ７２７４∗∗∗（２􀆰 ５９）

Ｎ ４９３ ４９３

ｒ２ ０􀆰 ５９２５ ０􀆰 ６０１３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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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结论对于制定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中国而言， 政府需要妥善处理好引入外资、 发

展经济以及保护生态环境这三者的关系， 把握好

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 努力实现引入外资、 发展

经济和改善生态环境共赢的局面。 （１） 未来地方

政府应建立并完善对引入外资企业的甄别机制。

由于水平型 ＦＤＩ 相较于垂直型 ＦＤＩ 更能发挥出绿

色技术溢出效应， 可以加大引进水平型 ＦＤＩ， 有

效发挥水平型 ＦＤＩ 与本土企业的竞争， 倒逼本土

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由看重外资的规模转为

注重外资的质量； （２） 根据外资企业的不同类

别， 未来地方政府需设置合理的环境规制区间。

根据门槛回归结果得出水平型 ＦＤＩ 跨过第一门槛

值能够发挥出显著的绿色技术溢出效应， 垂直型

ＦＤＩ 则是跨过第二门槛值发挥出显著的绿色技术

溢出效应， 说明两类 ＦＤＩ 发挥正向显著的绿色技

术溢出所需的环境规制强度区间是不同的， 因此

不同地区政府应制定差异化环境规制强度。 在中

国现有的环境规制强度下， 两类 ＦＤＩ 的绿色技术

溢出为正但均不明显， 政府部门需加大力度设置

相对严格的环境规制区间， 特别是对垂直型 ＦＤＩ

而言需设置更高的环境规制强度， 不能以破环生

态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 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生态

环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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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向关联溢出效应 ［Ｊ］ ．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２， （９）： １３８ ～

１４４．

［１３］ Ｄａｓ Ｓ．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ｕｌｔｉ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８７， ２２ （１－２）： ０～１８２．

［１４］ Ｌｅｖｉｎｓｏｎ Ａ， Ｔａｙｌｏｒ Ｍ Ｓ． Ｕｎｍａｓ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８， ４９ （１）： ２２３～２５４．

［１５］ 邵朝对， 苏丹妮， 杨琦． 外资进入对东道国本土企业的环

境效应： 来自中国的证据 ［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２１， ４４ （３）：

３２～６０．

［１６］ Ｅｓｋｅｌａｎｄ Ｇ Ｓ，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Ａ Ｅ． Ｍｏｖｉｎｇ ｔｏ Ｇｒｅｅｎｅｒ Ｐａｓｔｕｒｅｓ？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ｎ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３， ７０ （１）： １～２３．

［１７］ 傅元海． 我国不同类型 ＦＤＩ 利用质量的比较 ［Ｊ］ ． 当代经济

研究， ２０１１， （１）： ７９～８５．

［１８］ 孙早， 李春临， 宋炜， 等． 不同来源地 ＦＤＩ 对中国高技术

产业的溢出效应 ［Ｊ］ ． 国际贸易， ２０１４， （８）： ６０～６５．

［１９］ Ｅｌｈａｎａｎ Ｈｅｌｐｍａｎ， Ｍａｒｃ Ｊ􀆰 Ｍｅｌｉｔｚ，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Ｒ􀆰 Ｙｅａｐｌ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Ｖｅｒｓｕｓ ＦＤＩ ｗｉｔｈ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Ｆｉｒｍｓ ［ Ｊ］ ．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４， ９４ （１）： ３００～３１６．

［２０］ Ｈｕ Ｊ Ｆ， ｅｔ 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

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１８， １５ （２）： ２２１ ～

２２１．

［２１］ 魏玮， 周晓博， 薛智恒． 环境规制对不同进入动机 ＦＤＩ 的

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Ｊ］ ． 国际商务 （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１７， （１）： １１０～１１９．

［２２］ 傅京燕， 胡瑾， 曹翔． 不同来源 ＦＤＩ、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 ［Ｊ］ ．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８， （７）： １３４～１４８．

［２３］ 王恕立， 刘军， 胡宗彪． ＦＤＩ 流入、 动机差异与服务产品垂

直型产业内贸易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４， ３７ （２）： ７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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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技术经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Ｎｏ􀆰 ５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ｏ􀆰 ３４３）
Ｍａｙ􀆰 ２０２２

􀪇􀪇􀪇􀪇􀪇􀪇􀪇􀪇􀪇􀪇􀪇􀪇􀪇􀪇􀪇􀪇􀪇􀪇􀪇􀪇􀪇􀪇􀪇􀪇􀪇􀪇􀪇􀪇􀪇􀪇􀪇􀪇􀪇􀪇􀪇􀪇􀪇􀪇􀪇􀪇􀪇􀪇􀪇􀪇􀪇􀪇
［２４］ 李怡， 李平． ＦＤＩ 对中国工业价值链升级影响的异质性考察

［Ｊ］ ． 世界经济研究， ２０１８， （５）： ３７～５０， １３５～１３６．

［２５］ 王然， 燕波， 邓伟根． ＦＤＩ 对我国工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

及机制———基于产业关联的视角 ［ Ｊ］ ．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０，

（１１）： １６～２５．

［２６］ Ｃｏｅ Ｄ Ｔ， Ｈｅｌｐｍａｎ 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Ｄ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 ［Ｊ］ ． Ｃｅｐ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ｓ， １９９３， ３９ （５）： ８５９～８８７．

［２７］ Ｂｒｕｃｅ Ｅ􀆰 Ｈａｎｓｅｎ．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Ｎｏｎ －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ａｎｅｌ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

ｒｉｃｓ， １９９９， ９３ （２）： ３４５～３６８．

［２８］ Ｌｉｎ Ｐ， Ｌｉｕ Ｚ Ｍ， Ｚｈａｎｇ Ｙ Ｆ． Ｄ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Ｆｉｒｍｓ Ｂｅ⁃

ｎｅｆｉｔ ｆｒｏｍ ＦＤＩ Ｉｎｆｌｏｗ？ ［Ｊ］ ．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９， ２０

（４）： ６７７～６９１．

［２９］ 张军， 吴桂英， 张吉鹏． 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 １９５２～

２０００ ［Ｊ］ ． 经济研究， ２００４， （１０）： ３５～４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ＦＤＩ，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ＦＤＩ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Ｚｈａｏ Ｋａｉ　 Ｚｈａｎｇ Ｆ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２００４ ～ ２０２０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９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ｉｌｅｄ，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ｏ
ｕｓｅ ＳＢ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Ｍ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ｓｕ⁃
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ｇｒｅｅｎ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ｎ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ＦＤＩ ａｎｄ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ＦＤＩ ｏｎ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ｕｓｉｎｇ ｐａｎｅｌ Ｔａｋ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ｏｆ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ＦＤＩ ａｎｄ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ＦＤＩ ｉ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ｒｅ⁃
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１）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ＦＤＩ ｃａｎ ｐｌａｙ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ｒｏｌｅ ｉｎ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ｔｈａｎ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ＦＤＩ． （２）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ＦＤＩ ｈ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ｒｐａ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ＦＤＩ ｃａｎ ｈａｖｅ ａ ｋｎｏｃｋ－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ｂｕｔ ｏｎｌｙ ｈｏｒｉ⁃
ｚｏｎｔａｌ ＦＤＩ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ｍｏ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ＦＤＩ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ｔｏ ｐｌａｙ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ＦＤＩ􀆳ｓ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ｔｏ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ｈａｓ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ＦＤＩ；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ＦＤＩ；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ｐｉｌｌｏ⁃
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Ｑ２７； Ｆ１８

（责任编辑： 张舒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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